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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工流产 性教育 三胎政策 计划生育

变化 年中 务院机构 革 家 生和计生委 会被重新组建为 家 生 康委 会 计

计划生育退场后，被刻意忽视的避孕教育与400万堕胎青少年

一妇科门诊创始人感觉到，从只能生一个到可以生三个，政府对避孕的重视大不如前。有同行称：“我觉得整个就
是能不管就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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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始于2018年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原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被重新组建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计

划生育”四个字由此彻底从国务院部委名称中消失。3年后，中国全面放开三胎生育。


也是在那一年，西安雁塔玛丽斯特普你我门诊部——一家服务青少年尤其是女性性与生殖需求的公益妇科

门诊——再未被当地计生系统邀请，参加每年定期举行的避孕知识宣教，并被要求从计生系统提供的场地

搬离。该门诊部创始人周安秦明显感觉到，从以前只能生一个到现在可以生三个，政府对避孕的重视大不

如前。一名其他省市的同行也表示：“我觉得整个就是能不管就不管。”


周安秦的感受不止来自外出讲课的邀约大减，门诊业务也不一样了。以前，她和同事常受邀在陕西各地学

校讲课，传授避孕知识和技术，门诊主要业务对象也是青少年女性。现在，她和同事们被邀请和要求讲授

的仅剩下艾滋病防治，门诊主要业务对象也变成了检测和治疗性传播疾病的男性。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青少年群体的真实流产数据并无一个可信的准确数字。大陆青少年标准一般采

取15岁到24岁的范围。官方曾对媒体承认，青少年已经成为中国人工流产的主要人群之一，每年青少年人

工流产数接近400万人，占人工流产总数的40%，其中19%有多次流产经历。


“过去避孕是为了控制人口，现在不控制人口了，就不需要避孕了，这就是他们的理解。‘我现在都放开生

了，那就是你个人、家庭的事情，跟我政策没有关系了’。这些人（计生和卫生系统）都不跟我们接触了，

说明这个事情（避孕）淡化程度是越来越严重了。”周安秦说。


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原本应作为基本的性和生殖信息服务提供给青少年的避孕知识，正在被刻意忽

视。一同被忽视的还有每年近400万人工流产的青少年。



2002年8月30日，北京，一个女孩在计划生育的宣传牌前玩耍。摄：Andrew Wong/Reuters/达志影像

学生感兴趣的避孕“不用讲” 


在向不同学制学生讲课时，周安秦发现，大学学生关于性的经验和知识远少于比他们年龄更小的职业学校

学生。而不论哪里的学生，对于官方要求全覆盖的艾滋病防治知识，仅在讲到个体故事时表现出一定兴

趣。但只要一开始讲避孕，“所有人都认真地听，眼睛睁得好大。”

2009年的一项全国大样本调研《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注：第二次调查已于2020年展

开，报告尚未发布）显示，中国15-24岁的未婚青少年中，每4人中就有1人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在首次

性行为中，未避孕比例超过1/2。最近一次性行为中，未避孕比例超过1/5。

对青春期的学生来说，性是日常生活中最绕不开的话题，怀孕风险要远高于感染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风

险。在周安秦的经验里，发生青少年非意愿妊娠概率最高的是职业学校的女生。

周安秦曾询问过职业学校学生们的感情状况，得到的答案是九成以上都有对象。在周安秦去过的职校，学

生们大多知道发生性行为应使用安全套，否则至少要使用紧急避孕药。他们可能记错安全套或避孕药的名

称，但对价格和外包装很熟悉。一次讲座中，周安秦谈到了禁欲，学生们听后告诉她：“禁欲我们都做不

到，我们都要长大。”

职校学生大多初中毕业后直接就读，年龄在15至18岁之间，正从青春期步入成人期，但职业学校的教育和

管理一直广受诟病。相较于普通高中被家长和老师严厉控制，一切为了成绩的同龄人，职校学生更早接触

社会。一名曾多次堕胎的女孩形容自己在职校的状态时说：“我是社会上的人，不是学校里的人。”

2007年门诊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周安秦经常外出讲课，在学校、餐馆以及娱乐场所。减少意外怀孕最有

效的方式是预防。她认为，当青少年还在学校时，进行避孕等性与生殖的教育效果最佳。但现实是，从政

府到学校都不认为避孕教育是学生们必须的，她们因此四处碰壁。只有个别校长和老师出于解决问题，会

以个人名义邀请周安秦她们为学生们讲解避孕知识。



门诊成立不久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周安秦收到一所职业中学校长的邀请。她原以为对方会要求讲恋爱、安

全性行为的内容，但那位校长直接告诉周安秦：“那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要给我们学生讲避孕。”原来，

那位校长所在的学校，有一名女生被班主任发现已经怀孕6个多月,校长受到了震动。

女生对怀孕不知所措，仍然每天上学，直到老师发现。周安秦说，女生年纪小，本来腰身纤细，如果胎位

比较靠前，只要衣服宽大一点，是难发现。她接触过的职校女生有人以为是阑尾炎去看医生才发现怀孕

了。

最极端的一次，周安秦至今记忆深刻。2017年前后，她们在陕西省另一所职业高中进行艾滋病防治讲座。



她们问学校除了艾滋病知识，能不能也讲一讲避孕知识，但对方说“不用”。就在艾滋病讲座结束后一个

月，学校意外找上门来请他们专门进行一次避孕知识讲座。因为就在艾滋病讲座之后一段时间，学校一名

女生“把小孩生在了操场上”。

周安秦和同事专门去给学生们做了一次“深刻的”避孕知识讲座。所谓深刻的避孕教育，周安秦解释说，就

是直白地告诉学生们，当女孩已经出现月经，男孩已经出现遗精，就意味着他们具有了生育能力，也意味

着即使是一次性行为也可能导致怀孕，因此避孕很重要。周安秦首先会讲紧急避孕，“学生们大多是没准备

好就发生了（性行为）。”讲完紧急避孕，还有常规避孕，例如避孕套、口服避孕药、避孕凝胶、避孕栓，

以及长效可逆避孕措施，如宫内避孕、皮下埋植。

现在，周安秦每年还是会去一些职校给新生们讲避孕。多是因为相识的老师邀请，他们出于个人道义和实

际管理的需求，希望班上的女生不要发生意外怀孕。然而，周安秦和同事们每年的健康教育仅能覆盖6万

人，而2021年仅中国高职（专科）招生就有552.58万人，在校学生1590.10万人。

对周安秦来说，受邀到普通初高中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即便能去，被老师组织前来参加讲座的也只有低

年级学生。“从没见过初三、高三的学生，因为忙着备考。”周安秦说。而早早辍学后前往城市打工的流动

青少年，是周安秦这样的公益机构更难触及的群体，“到社会上你再去给他们做这些教育更难了，要不找不

到人，要不找不到时间。”

中国政府对青少年的性一直讳莫如深。周安秦的机构曾被要求，讲艾滋病预防时不能告诉学生在国际上已

经推开、并且也已在中国上市的暴露前预防用药和暴露后阻断用药，因为这会让学生发生更多不安全性行

为。然而事实上，学生们早就通过手机或从同伴那了解到一些碎片的知识。有学生问周安秦：“老师，那个

是不是也叫后悔药？”



2020年8月，中国浙江省慈溪市，中学生在上性教育科。摄：Zhang Peijian/VCG via Getty Images

计生系统退场后 


受邀前往学校讲课的机会在2015年之后锐减。此前最多的时候，周安秦和同事们一天之内曾开了8场讲

座。周安秦说：“以前很多人找我们要每年的健康教育数据，现在没有人要了。”2009年以来，周安秦都会

仔细记录每场健康教育的具体信息，她的记录本密密麻麻的小字在2017年以后变得越来越稀疏。在2017

年的一个记事本上，甚至出现了2022年的健康教育记录。

这样的转变并非偶然。2015年10月，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二胎，官方态度自此明朗，由计划生育转为鼓励

生育，避孕知识的讲授空间自此开始萎缩。2018年，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再保留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

育委员会，重新组建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计划生育”四个字彻底从国务院直属部委名称中消失。

此后几年，周安秦和同事们受邀进入学校进行健康教育的主题只有艾滋病防治，他们越来越难在讲授予艾

滋病预防知识的同时夹带避孕知识。周安秦说，每次受邀去讲课往往是与其他疾病的健康教育一起，每位

受邀者根据不同主题进行宣讲。更让周安秦不满的是，她们已经十分有限的时间，还要被喊口号的健康教

育和摆拍的宣传挤占。“人家就说，现在都鼓励生育了，你们咋还讲避孕。”她只能一遍一遍地说，讲避孕

不是不让生孩子，而是想生的时候再生，不想生的时候保护自己。

也是自2018年计生系统退场后，再也没有了“政府搭台，她们唱戏”的情形。过去每年世界避孕日（9月26

日），当地政府都会邀请周安秦和同事们组织和安排避孕宣传的活动。一位计生系统的领导告诉她：“（国

务院机构改革）意味着我们这个功能已经丧失了，合并就是消失。”

周安秦告诉端传媒，计生系统合并进卫生系统后，原来的干部和专职人员也都“转行”了。她曾经给原计生

系统的人员进行计生服务方向的咨询服务培训，“我说你们干啥？他说我们要转行心理咨询或者其他的一般

性工作。”计生并入卫生是医疗属性的增强。在周安秦看来，这意味着缺乏避孕等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是教育

系统的责任，卫生系统主要提供医疗服务。“我可以提供安全的医疗服务就OK。你想上环我（就给你）上

环，你想人流我（就给你）做人流。”



像周安秦一样，原本在公益领域推广性与生殖健康工作的同行曾寄希望于利用计生系统直达最基层，在最

脆弱人群聚集的地方建立支持网络，在省市层级医院建立专业的青少年门诊，但希望最终落空。计生领域

资深人士李梅介绍，随着计生指导站、服务站等全部取消，服务和连接性与生殖服务的基层站点也全部消

失。而在省市一级所做的试点也基本硕果无存。

李海所说的试点，是指中国政府与公益组织合作尝试在一些医院建立青少年友好型门诊。这些针对青少年

性与生殖服务试点的项目，在项目时间内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曾经取得了不错的示范效应。然而，项目

一旦结束，资金支持不再，医院很少会主动投入建设类似门诊，最后“残存硕果非常少”。



尽管中国官方和学界在推广和普及青少年友好型性与生殖服务方面，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并出台了指南，

一些医院也主动建立青少年友好保健门诊，推荐手动代替电动的流产手术。但也止步于此。

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领域资深人士王利评价说，这些共识和指南并没有上升至政策高度，这意味

着没有问责机制，很难落实。国内医院虽然是公立身份，但需要自负盈亏，考核实际上仍以效益为主，所

以上述试点项目结束后基本很难持续。“这些都没有机制化和制度化，很难覆盖绝大多数人。”

王利说，计划生育原本重点在于计划，是一个中性词汇，但上升为“只能生一个”的基本国策后，其实质变

成了人口控制。中国整体的性与生殖服务政策和服务体系没有把青少年纳入重点考虑。随着近几年中国生

育政策转轨，艾滋病传播年轻化趋势等因素叠加在一起，青少年群体的性与生殖健康才开始受到关注。“这

些工作都才刚刚开始。”

2021年9月2日，河北省沧州市一所中学的体育课上，学生练习武术。摄：Zhai Yujia/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公共卫生政策失效的地方 




周安秦曾询问一名堕胎三次的女孩，那么多有效避孕方式，为何选择以不跟男友见面来避孕？女孩听了一

愣，告诉她：“我还没结婚，结婚才要避孕。上环那种正规的避孕方法，我才18岁，都不能用。”在普通公

众的认知中，上环仅适合已婚已育女性，节育环还会带来痛苦和疾病。即使现在的节育环更加完善，对人

体的损害早已大幅降低。

这是中国执行近40年计划生育政策，并回避青少年性教育的结果。“当代青少年对性与生殖服务的需求高于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现有的医疗体制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李梅说，中国原有的计生体系有可以深入到

每个乡村的强大穿透力，但未婚群体的人工流产率、重复流产发生率数据一直降不下来，手术后有效落实

避孕措施的数据也始终在低位徘徊。

另一名在周安秦的门诊堕胎三次的女孩，完成第三次人工流产手术后接受了皮下埋植。不到两年，女孩因

为恢复单身，决定取出皮下埋植。然而没多久，她又一次来到门诊接受了第四次堕胎手术。

两名同样经历多次堕胎的女生，显然并不全因为对避孕知识的无知。在王利看来，认识是第一步，然后是

态度的改变，最后是行动的落实。“做起来难度要大很多。即便到了行为改变的阶段，是不是每次都能做

到，中间是否会发生变数，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理解这一复杂过程，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黎苑姗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跳出公

共卫生政策。黎苑姗说：“公共卫生的教授和医生说应该坚持使用安全套，但问题是在亲密关系中不是这样

的。这是公共卫生政策失效的地方。”

2013年到2017年之间，黎苑姗曾在中港两地就未婚女性人工流产现象进行田野调研。她所访谈的国内对

象基本都已成年、有固定伴侣和工作、属于流动人口。女孩们关于避孕的知识的确十分匮乏，但黎苑姗更

重要的发现在于，亲密关系中，她们就性和避孕进行谈判的能力和筹码其实都非常有限，尤其当她们认为

自己处在一段可能会结婚的正式关系时更是如此。

黎苑姗说，女孩们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打工，男友是离自己最近的亲人，他们为了节省租金往往同居在一

起。“如果他提出一些亲密关系上的要求，不答应一次可以，每次都不答应的话，他就会质疑你，‘为什么

又不行’‘是不是真的爱我’。”

黎苑姗访谈的女孩们在第一次堕胎发生时，年纪多为20岁和21岁，而她们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的年纪多为

19岁和20岁。两个事件的中位时间基本重合。这意味着她们在发生第一次性行为之后也随即发生了第一次

怀孕。其中一个女孩在接受黎苑姗访谈时已经堕胎8次，让女孩怀孕的是她不同时期的男友。女孩每一次都

很后悔，因为在发生性行为时都是她来提醒男友采用避孕措施。黎苑姗认为，性教育乃至性别教育是必要

且重要的，但事实证明，即使女性获得了性与生殖方面的资源和知识，也不一定就能在性行为中作出最有

利于自己的选择，而即使她已经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中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也总会有一些情形让她



不得不“屈服”。

在公共语境中，多次堕胎的女生还被塑造成对性行为和怀孕非常不在意或漫不经心的形象。“不管几岁，她

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困难和污名，‘没结婚就乱搞，不检点，甚至还让自己怀孕’。”黎苑姗在调研中发现，不

管是16岁，还是26岁，对于未婚怀孕的态度和恐惧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变化。

“特别是性别和身体的议题，我们非常多时候会把问题个人化，为什么个人没有做好？如果个人可以做好，

就没有这样的社会问题了。但个体如何处理亲密关系、性别关系、身体关系，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我们帮助个人是重要，但改变一个社会的性文化、性别文化、亲密关系文化，这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黎

苑姗说。

周安秦在接待不同媒体来访时也发现，总有人想通过采访来证明意外怀孕的女孩一定属于“破罐子破摔”，

都是不好的人。她每次都说不见得。有一次她反问提问者：“就跟人上班一样，要求9点上班，是不是每一

个人都能做到9点？是不是还有迟到的？你认为迟到的人也是坏人吗？”周安秦说：“我就问了一句，大家都

不说话了。”

访谈了60多位女孩的黎苑姗说，很多人会思考这个经历本身对她们的意义。有些人说以后要做好避孕，去

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有些人说反省了跟伴侣的关系，比如伴侣是不是真的对她好，自己是不是能够

跟这样的一个人再走下去；也有人说要学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感觉自己被这种思考赋能。“这是被社会

普遍忽略的，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一个社会问题。”

黎苑姗和周安秦都希望，外界能够理解选择堕胎的女孩并非“破罐破摔”，堕胎的经历也并非如外界想像的

那般，只在她们的生命里留下痛苦。

应受访者要求，李梅、王利均为化名。


